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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汙染、疾病傳播與經濟成長

謝智源．陳智華．陳孟霆∗

本文設計一個納入 SIS 傳染病機制與環境污染的內生成長模型,凸

顯環境污染是疾病傳播管道的事實,據此指出經濟社會存兩種均衡。

在無疾病均衡下,政府的國民健康政策與污染防治政策均不會影響

均衡成長率; 然而, 在流行病均衡下, 污染排放係數降低或污染減

量效率提高均可以增加經濟社會的勞動力並刺激經濟成長表現。 另

外,健康支出補貼政策與政府污染防治政策亦會提高流行病均衡下

的勞動力與經濟成長率。

關鍵詞: 傳染病,污染, 勞動力,經濟成長, SIS 傳染病模型

JEL 分類代號: E62, H53

1 緒論

環境污染對國民健康存在重大危害, 除了會導致生產力降低之外, 也會縮

短職涯長度並增加工作損失天數 (the number of days lost to illness) 等

(World Bank, 1993)。 因此, Bovenberg and Smulders (1995)、Bovenberg

and Smulders (1996)、Mohtadi (1996)與陳智華與謝智源 (2008)等人將這

些環境污染所產生的傷害歸納為環境的生產面外部性 (environmental pro-

duction externality) 並納入他們所設計的環境成長模型之中。 其文獻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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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提升有助於改善民眾健康、學習能力與生產力, 會對生產與資本

邊際報酬產生正面影響, 因此積極的環境政策有機會得到環境品質維護和

刺激經濟成長的雙重紅利。 但上述的既存文獻均假設勞動固定, 忽略勞動

力對於經濟社會影響的管道,僅將環境污染影響國民健康的概念透過環境

生產外部性引入模型之中, 因而無法探討環境污染對於勞動力這個重要的

總體變數所產生的影響。

許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環境污染對於勞動力會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以空氣污染對勞動供給的影響為例: Ostro (1983, 1987)、Ostro and Roth-

schild (1989)與 Hausman, Ostro, and Wise (1984) 均指出懸浮微粒 (par-

ticulate matter, PM)會讓工作損失天數 (work loss day, WLD)與限制行為

天數 (restricted activity days, RAD)顯著提高、Hansen and Selte (2000) 則

發現 PM10與 NO2 (二氧化氮) 對奧斯陸地區的病假天數影響顯著; Bur-

traw et al. (1998) 與 USEPA (1996) 則指出降低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

SO2)排放可以減少發病率; Zuidema and Nentjes (1997)指出二氧化硫對

丹麥的工作損失天數有顯著的影響; Hanna and Oliva (2015) 則利用墨西

哥城的資料指出二氧化硫會導致工作時間減少。有一些學者將勞動內生的

概念引入環境總體模型之中, 強調環境污染會影響勞動供給, 並對經濟社

會產生影響。 例如, Chen, Lai, and Shieh (2003)、Chen, Shieh, and Chang

(2015) 與 Bosi, Desmarchelier, and Ragot (2015) 提出勞動休閒內生決定

的 Ramsey (1928)型態成長模型,強調環境污染透過勞動來影響總體經濟

的管道; Hettich (1998)、Oueslati (2002) 與 Bosi and Ragot (2013) 則利

用納入勞動休閒內生與人力資本的內生成長模型,強調環境政策可以引導

民眾投資人力資本來取代實質資本,進而刺激經濟成長表現; Schwartz and

Repetto (2000)、Williams III (2003)與 Chen, Shieh, and Chang (2015) 利

用修正時間分配的限制條件, 納入可支配時間的概念, 也就是將所有時間

扣除生病所造成的工作損失天數後才是民眾可以支配的時間, 因此民眾的

工作與消費選擇會受到國民健康程度的影響, 並影響到資本報酬與投資行

為,進而對總體經濟社會產生影響。

晚近有一些研究發現環境污染會提高疾病的傳播速度, 造成經濟社會

的勞動力損失。 Wong et al. (2009) 與 Huang et al. (2016) 發現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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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NO2、O3等空氣污染物會成為流感病毒的載體, 會提高呼吸道相

關疾病的發病率並可能引發結膜炎等相關疾病; Gupta et al. (2021)、Li et

al. (2020)與Travaglio et al. (2021)等學者發現空氣污染將會提高COVID-

19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的感染率與死亡率。 Goenka and Liu (2020) 利用

資本數量來反應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強調經濟發展除了會提高民眾的壓

力之外, 也會造成環境污染並提高疾病的感染率, 據此指出傳染性疾病會

造成經濟社會存在多重收斂路徑, 並進一步討論最適國民健康政策及其特

質。 但很可惜的是, Goenka and Liu (2020)的文章雖然指出這一點, 但他們

的分析模型卻沒有具體化處理環境污染這個變數。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同時納入環境污染與 SIS (Susceptible-Infected-Susceptible)

傳染病機制到內生成長模型之中, 強調污染除了會影響民眾效用之外, 也

會提高疾病傳播速度, 是造成內生性景氣循環的重要因子之一。 該文同時

發現污染稅雖然可以降低傳染病均衡 (endemic equilibrium) 的疾病傳染

率並提高治癒率使得經濟社會的勞動力提高, 但卻會造成資本數量減少,

而且對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影響並不確定。 也許是為了數學分析方便,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忽略民眾的健康維護這個重要的因子並

假設代表性家計單位將疾病的感染率與治癒率視為外生變數, 因此最適化

決策過程中將健康狀態 (即為勞動供給量)視為外生給定的條件,遺漏了健

康這個狀態變數 (state variable) 對於消費、投資以及總體均衡可能產生的

影響。 本文將拓展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的分析模型,納入

民眾的健康維護機制,重新檢視環境污染如何透過傳染性疾病來影響民眾

的消費、投資與健康支出決策, 以及環境政策對於競爭均衡下的勞動力與

經濟成長表現所產生的影響。

國民健康支出是總體經濟社會相當重要的經濟活動, 尤其是醫療支出

具奢侈財特性, 使得國民健康支出隨著經濟發展而大幅提高。1 根據健保

署資料, 2019年的國民醫療保健支出規模達到新台幣1兆2,385億元, 占

GDP 的比重約為6.5%, 平均每人每年的醫療保健支出為52,486元, 比上

年度增加2.5%。 OECD國家的健康支出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NHE)

占 GDP 的比重平均值為8.84%, 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奧地利、加拿

1Newhouse (1977)估計醫療支出的所得彈性大約介於1.15與1.31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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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與紐西蘭的健康支出占 GDP 比重甚至超過10%。 另外, 美國國

民健康支出增加的幅度超過 GDP 的成長幅度, 從1929年有統計數據以

來, 平均每人實質醫療支出的成長率大約是3.8%, 而同期的 GDP 成長

率大約只有1.7%。 到了2019年, 國民健康支出占 GDP 的比重已經來到

16.96%的水準。 實證研究也指出, 國民健康對於總體經濟具有顯著且深

遠的影響, 例如: Sala-i-Martin, Doppelhofer, and Miller (2004) 指出, 一

國的期初健康條件對於經濟體系的成長現象具有顯著的影響; Weil (2007)

指出, 22%的跨國所得波動可以藉由健康因素來解釋; Knowles and Owen

(1995) 的實證研究發現所得與健康 (health) 之間的關係遠比所得與教育

之間的關係來得更為重要而且顯著; Bloom and Canning (2005) 更指出,

健康對於總合產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然而教育對於生產力的影響則是

微小而且不顯著的。過去有很多學者從理論觀點討論國民健康問題, Gross-

man (1972) 強調民眾會投入時間和資源進行醫療保健來維護自身的健康

存量,據此指出民眾的健康需求行為會受到年齡、醫療價格、工資等因素的

影響; Schwartz and Repetto (2000)、Williams III (2003) 與 Chen, Shieh,

and Chang (2015)強調環境污染會影響國民健康進而影響可支配時間 (稟

賦時間扣除生病時間), 民眾可以透過健康維護投入改善健康狀態並提高

可支配時間。 不同於這些文獻, 本文利用 SIS 模型的特性, 強調環境污染

會提高發病率與降低治癒率, 但民眾可以透過健康支出來改變健康狀態,

並據此指出政府對於民眾健康支出的補貼 (例如全民健保) 可以降低流行

病均衡下的感染率並提高治癒率, 使得勞動力提高進而造成資本報酬增加,

因此有助於投資活動與經濟成長。2

具我們所知,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雖然連結了環境污

染與疾病傳播, 但該文卻忽略民眾的健康維護行為, 剝奪民眾影響勞動數

量的機制, 因此將環境污染與疾病傳播之間的關係設定為外生的經濟環境

參數。 這種處理方式最大的好處是大幅簡化數學分析, 因為民眾將健康狀

2Hettich (1998)、Oueslati (2002)、Chen, Lai, and Shieh (2003)、Bosi and Ragot (2013)

等學者強調勞動休閒內生的機制, 認為政府污染防治支出的增加會減少休閒時間並提高

工作時間進而刺激經濟成長。 本文的部分分析結果與這些文獻的發現一致, 但影響的管道

和機制是不相同的,此外我們的分析模型可以直接觀察政府的污染防治政策對於勞動力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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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條件視為外生參數,所以最適化決策問題將不會出現勞動力的狀態變數

限制。 雖然勞動力的跨時變化關係仍然會影響競爭均衡結果 (競爭均衡條

件包括勞動力的跨時變化關係), 環境污染或環境政策會透過勞動數量來

影響競爭均衡, 但勞動力所扮演的角色宛如外生人口成長模型一般。 本文

納入民眾的健康維護機制,除了反應這項經濟活動耗用了大量資源的實際

狀況之外, 民眾將會根據經濟環境狀態調整他的決策行為。 因此, 環境污

染或環境相關政策除了會影響民眾的健康支出之外, 也會影響消費與投資

決策, 進而影響勞動力與總體經濟成長表現。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 環境

污染減量可以降低疾病的感染率並提高疾病的治癒率, 因此會降低國民健

康支出的需求, 但環境污染減少卻可以增加勞動力並提高國民所得, 導致

國民健康支出需求的提高。 由於兩種力量是互相衝突的, 因此環境污染減

少對於國民健康支出的影響呈現不確定的狀態。

此外, 本文也討論了國民健康支出補貼政策與政府的防治污染支出對

於勞動力與經濟成長率的影響。 我們發現, 國民健康支出補貼政策所產生

的價格效果會讓民眾增加健康支出, 使得疾病的治癒率提高並降低感染率,

因此可以增加經濟社會的勞動力並刺激經濟成長表現。而勞動力提高將可

以增加民眾的收入, 所得效果使得健康支出的需求增加, 進一步提升勞動

力與經濟成長率。 另一方面, 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增加將可以改善環境品

質, 降低疾病的感染率並提高疾病的治癒率, 進而增加勞動力與經濟成長

率。 此外, 環境品質改善會降低感染率並提高治癒率會產生民眾健康支出

需求減少的替代效果,而勞動力增加所產生的所得效果將會誘使健康支出

增加, 兩種力量是互相衝突的, 使得政府防治污染支出對國民健康支出份

額的影響效果並不確定。

本文一共包含4節,除了第1節的緒論之外,第2節為本文的分析模型。

第3節先從理論觀點討環境污染減量、國民健康支出補貼與政府防治污染

支出等參數與政策變動對於總體經濟體系的影響,最後在輔以數值模擬驗

證理論分析結果。 第4節則為本文的結論。

2 分析模型

本文設計一個納入 SIS 傳染病與環境污染的內生成長架構, 模型中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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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社會是由家計生產單位與政府部門所組成。 以健康狀態做為區分標準,

我們可以將民眾區分為易受感染者 (susceptible, 以下稱之為健康者) 與受

感染者 (infected, 以下稱之為生病者), 依循 Goenka, Liu, and Nguyen

(2014)、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與 Goenka and Liu (2020)

等人的處理方式, 假設生病 (不健康)的民眾將會喪失工作能力, 所有健康

的民眾均為勞動力 (labor force) 並投入生產活動。 家計生產單位使用勞動

與資本生產一種可供消費、健康維護、繳稅與累積資本的複合性商品 (com-

posite goods), 但生產活動會造成環境污染, 使得民眾感到不舒服並影響疾

病的感染率與治癒率。政府向代表性家計單位課徵稅賦來融通健康支出補

貼與污染防治支出。

2.1 健康狀態與疾病傳播

霍亂、流感、非典型肺炎、禽流感、伊波拉出血熱、新冠肺炎 (COVID-19)、

愛滋病等是典型的流行病,藉由 「接觸—感染—接觸」過程來散播疾病,

健康者接觸感染者將有一定的機率會受到疾病的感染而成為受感染者, 受

感染者則有一定的機會康復, 但康復後的民眾再度接觸受感染者還是可能

存在致病的風險。 為了描繪這種現象, 流行病學理論 (epidemiology the-

orm) 發展出著名的 SIS 模型來討論傳染性疾病的傳播問題。 這個模型也

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 例如電腦的病毒傳播與訊息傳播等領域。

假設經濟社會有 N 個民眾, 其中 S 個為健康者,另外 I 個則是受到疾

病感染而呈現生病狀態的民眾, 因此 N = S + I 。 假設民眾接觸到病人的

機率為�, 且疾病的感染率為 β, 則每個時點新增的受感染人數 (脫離健康

狀態)為 β ·� · S。 另一方面,若受感染者的治癒率為 α, 則每個時點受感

染者轉變為健康者的人數為 α I 。 我們將健康者與感染者的轉換關係描繪

在圖1之中, 並利用以下的微分方程式來描繪健康者與生病者人數的跨期

變化關係:3

Ṡ = α I − β� · S, (1)

İ = β� · S − α I, (2)

3流行病模型有很多種設定方式, Hethcote (1989) 提供了常見的三種設定方式與應用

說明,本文採用的是該文的基本 SIS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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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IS 傳染病過程

式中, Ṡ 與 İ 分別是新增的健康者人數與新增的生病者 (受感染者) 人數。

依循 Goenka, Liu, and Nguyen (2014)、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與 Goenka and Liu (2020), 假設所有的健康民眾都是勞動力 L , 因

此 L = S。 若人口成長率為0, 利用式 (1)與 (2) 可以將健康人口佔總人口

比率 s 與勞動參與率 `的跨期變化關係表示為:

ṡ = α(1 − s)− β� · s, (3)

˙̀ = α(1 − `)− β� · `, (4)

式中 s = (S/N )且 ` = (L/N )分別為健康人口比率與勞動參與率 (或每

人勞動數量)。 根據式 (4) 可以得知, 代表性個人每一期會因為生病而減少

β�`單位的勞動量但也會因為疾病康復而讓勞動供給增加 α(1−`)單位,

代表性個人每一期都必須面對這個勞動數量變化關係的限制。

關於代表性個人的勞動供給變化關係有兩點必須補充說明的,首先,本

文納入環境污染與健康維護的概念,這兩個因子都會對疾病的發病率與治

癒率產生顯著的影響。 明確地說, 醫療行為可以提高疾病的治癒率, 營養

食品與保健食品則可以增加民眾的免疫力因此有助於降低疾病感染率,許

多健康經濟學的既存文獻, 例如 Grossman (1972)、Van Zon and Muysken

(2001)、Williams III (2003) 等, 認為健康維護支出 (包括實質商品的支出

以及健康維護時間) 都可以提高民眾的健康狀態。 Gersovitz and H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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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Goenka and Liu (2012, 2020)與 Goenka, Liu, and Nguyen (2014)

等納入 SIS 架構的總體分析模型則將感染率與治癒率函數設計為健康支

出的函數。 另一方面, Burtraw et al. (1998)、USEPA (1996)、Wong et al.

(2009)、Huang et al. (2016)、Gupta et al. (2021)、Li et al. (2020)與Travaglio

et al. (2021)等學者則發現環境污染會提高疾病的感染率並降低疾病的治

癒率, 因此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將環境污染數量納入感

染率函數與治癒率函數之中, 但卻忽略了民眾的健康維護的角色。 根據上

述討論,我們將治癒率與感染率分別假設為:

α = α(M, P) = ψ1 Mθ1 P−θ1, (5)

β = β(M, P) = ψ2 M−θ2 Pθ2, (6)

式中, M 為民眾的健康支出, P 為污染數量, ψ1 與 ψ2 是大於零的參數。

另外, 0 < θ1 < 1與 0 < θ2 < 1 分別為衡量健康支出對於治癒率和感染

率的影響程度指標。

其次, 個別民眾是經濟社會渺小的個體, 因此接觸疾病帶原者的機率

�對代表性個人來說是一個外生參數。 但由於經濟體系的人口數為 N 且

感染者為 I , 因此接觸病人的機會為 I/N , 所以 � = (I/N ) = 1 − ` 的

關係式在競爭均衡時將會成立, Gersovitz and Hammer (2004)與 Goenka

and Liu (2020) 也做了類似的假設。 利用 � = 1 − `的競爭均衡關係可以

將式 (4)改寫成 ˙̀ = (1 − `)(α− β`), 並得知當 ` = 1或 ` = (α/β)時會

讓 ˙̀ = 0。 由於 `是勞動參與率,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值, 因此假設

α ≤ β。

2.2 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問題

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對經濟變數具有完全預知 (perfect foresight) 的能力,

藉由消費獲取正效用, 但環境污染卻會造成效用的降低。 代表性家計生產

單位以未來所有瞬時效用 (instantaneous utility)折現值加總的極大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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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他的目標函數可以表示成:4

max

∞∫
0

[
lnc −3

P1+η

1 + η

]
e−ρt dt, (7)

式 (7) 中, c 為每人消費水準、P 為污染數量、η 是衡量污染對於效用影響

效果的參數, ρ > 0 則為主觀的時間偏好率 (subject time preference)。 必

須說明的是,本文並不考慮勞動 —休閒決策, 假設所有的健康者都是勞動

力直接進入勞動市場賺取工資, 代表性家計單位的瞬時效用函數不包含休

閒這個變數。

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使用資本和勞動來生產複合性商品, 假設生產技

術為 Cobb-Douglas形式,即:

y = Ãk1−ε`ε, (8)

式中, y 是產出、 Ã是技術參數、k 是資本數量、`勞動投入量。 另外, ε是勞

動的產出彈性, 為了保證資本與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為正但呈現遞減現象,

因此假設 0 < ε < 1。 由於本文採用內生成長模型做為分析架構, 為了讓

經濟體系保證均衡成長率 (balanced growth rate)的存在, 因此採用 Romer

(1986)提出的邊做邊學生產外部性做為經濟成長引擎, 將生產技術假設為

Ã = Ak̄ε, 其中 k̄ 是經濟社會的平均資本存量。

資本累積是經濟體系唯一的儲蓄工具, 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在每一時

點都會將所得分配於消費支出、健康支出、繳稅與投資上。 代表性家計生產

單位的預算限制式 (budget constraint) 可以寫成:

k̇ = y − c − (1 − τ)M − T, (9)

4國民健康對於經濟社會的影響管道可以區分成生產、效用與資源限制三個面向來看。

生產面效果是指國民健康可以增加勞工的生產力並將國民健康納入生產函數之中, 例如

Gupta and Barman (2010); 效用面效果是指國民健康可以讓民眾感覺良好並將國民健康

納入效用函數之中, 例如 Grossman (1972);資源限制面效果是指國民健康減少生病時間並

增加勞動力, 例如 Goenka, Liu, and Nguyen (2014)、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與 Goenka and Liu (2020)等。 當然也有部分學者同時考量多種效果, 例如 Agénor (2008)

就同時將國民健康納入生產函數與效用函數之中。 本文是一個納入環境因子的 SIS 架構,

為了方便與既存文獻的分析結果進行比較, 我們依循 Goenka, Liu, and Nguyen (2014)、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與 Goenka and Liu (2020)等學者的腳步僅考量國民

健康的資源限制面效果。 我們很感謝一位審查人指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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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是資本數量的跨期變化, 也就是投資, τ (0 < τ < 1) 則為政府對

於民眾健康支出的補貼率,而 T 是定額稅。

另外, 我們假設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的健康支出是所得的某一個固定

比率,即:

M = δy, (10)

式中, δ(0 < δ < 1) 為健康支出占所得的比率, 是民眾的內生選擇變數,

在代表性個人分析模型下同時也是國民健康支出份額 (national health ex-

penditure share)。 觀察經濟社會不難發現, 民眾在面對環境污染除了會購

買空氣清淨機或淨水設備等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的器具之外, 同時也會以運

動、營養以及維他命、保健食品來維持健康狀態。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

料, 2019年的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為1.24兆元, 佔 GDP 的6.5%。 Van Zon

and Muysken (2001) 指出西方先進國家的國民健康相關支出佔了國內生

產毛額的8–9%。 本文不同於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該文並

未考量健康維護機制並將健康狀態視為外生給定的參數, 因此式 (4)的健

康狀態條件不會出現在民眾最適化決策問題之中, 動態規劃的數學處理可

以忽略健康狀態這條狀態變數的限制, 大幅簡化數學分析過程。 但這種處

理方式除了無法反應經濟社會耗費大量資源的現實狀況之外, 也忽略了勞

動力跨時變化對於民眾決策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效果,造成分析模型退化成

勞動休閒外生決定 (exogenous labor-leisure choice)的情境。 本文納入健康

維護機制之後, 代表性家計單位可以藉由健康支出來改變健康狀態 (或勞

動數量), 因此式 (4)的健康狀態將會成為代表性家計單位最適控制問題的

限制條件之一,當然會影響他的最適選擇行為。

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在式 (9) 的預算限制條件、式 (8) 的生產技術、式

(10)的健康支出關係、式 (4)的健康狀態條件、式 (6)的感染率與式 (5)的

治癒率這些限制條件下, 選取消費和健康支出份額來極大化式 (7)的目標

函數。 令 λ與 µ分別為資本與勞動力的共狀態變數, 則代表性家計生產單

位的最適決策可以整理如下:

1

c
= λ, (11)

(1 − τ)λy = µδ−1 [θ1Ψ1(1 − `)+ θ2`Ψ2�]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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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λ
= ρ − (1 − ε)[1 − δ(1 − τ)]

y
k

−
µ(1 − ε) [θ1Ψ1(1 − `)+ θ2`Ψ2�]

λk
, (13)

µ̇

µ
= ρ −

λ[1 − δ(1 − τ)]ε
y
`

µ
+ [Ψ1 + Ψ2�]

−
ε

`
[θ1Ψ1(1 − `)+ θ2Ψ2`�] , (14)

式中, Ψ1 = ψ1(P/δy)−θ1 與 Ψ2 = ψ2(P/δy)θ2。 除了以上4個方程式之

外, 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的最適決策條件還必須再加上式 (4)的健康狀態、

式 (9) 的預算限制條件以及 limt→∞ λke−ρt
= 0 和 limt→∞ µ`e−ρt

= 0

兩個終端條件 (transversality conditions)。 上述的方程式中,式 (11)是代表

性家計生產單位的最適消費決策, 式 (12) 是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的最適

健康支出決策, 式 (13) 是最適資本數量決策, 式 (14) 則是勞動力的影子

價格之跨期變化關係。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當我們納入健康維護機制之後,

代表性家計單位的最適決策除了增加了式 (12) 與 (14) 之外, 同時也改變

了式 (13)的最適資本數量決策。

2.3 政府部門

政府向民眾課稅來融通健康支出補貼與政府污染防治支出, 假設政府並未

發行公債, 因此政府在每一個時點都必須維持預算平衡。 是以, 政府預算

限制條件可以表示成:

T = G + τM, (15)

其中, G 為政府污染防治支出。

由於內生成長模型假設經濟體系處於均衡成長路徑時, 所有的成長變

數都會以固定的成長率持續成長, 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當然也不能例外。

依循 Turnovsky (2000)處理政府支出的方式,設定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是

最終財產出的某一個固定比率,即:

G = φy,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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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φ 為公共汙染防治支出佔產出的比率, 或稱之為政府污染防治支出

份額 (public abaterment share), 是介於0到1之間的數值, 以下利用 φ 做

為政策分析的參數。

2.4 環境品質

生產活動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污染,我們假設生產活動是經濟體系唯一的污

染源。 在沒有污染稅或污染排放標準等環保政策的前提下, 理性的廠商並

不會主動進行污染防治工作, 但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可以降低污染水準。

依循 Xepapadeas (2005) 與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我們將

污染的生產函數假設為:

P = ay − bG, (17)

式中, a 為污染排放係數,是指一單位產出所製造出來的污染數量, b 為污

染減量效率,是指一單位政府污染防治支出可以降低的污染量。 將式 (16)

的政府污染防治支出關係式代入式 (17)可以將污染的生產函數改寫成 P =

(a − bφ)y,由於污染數量具有非負的特質, 因此我們假設 a − bφ > 0。5

3 競爭均衡與比較靜態

當經濟社會處於對稱均衡 (symmetric equilibrium) 時, k = k̄ 的關係式將

會成立。 是以, 對稱均衡下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成 y = Ak`ε,而政府的污

染防治支出則可以改寫成 G = φAk`ε。 此外, 均衡時的接觸率 � = 1 − `

這個關係式將會成立。 利用式 (4)、(5)、(6)、(9) – (17) 可以將總體經濟的長

期均衡關係以及短期動態調整特質以下列方程式來描繪:

(1 − τ)A`ε = µ(1 − `)
[
ψ1θ1δ

θ1−1(a − bφ)−θ1

+ θ2`ψ2δ
−θ2−1(a − bφ)θ2

]c
k
, (18)

5為了分析的便利性,環境經濟文獻通常會區分成流量性的污染問題與存量性的污染問

題, 兩種設定方式的長期特質差異性其實不大。 本文僅關注的是經濟社會的均衡特質, 因

此僅考慮流量性的環境污染問題,簡化數學的分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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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
ψ1δ

θ1(a − bφ)−θ1 − `ψ2δ
−θ2(a − bφ)θ2

]
, (19)

µ̇

µ
= ρ + ψ1δ

θ1(a − bφ)−θ1 + ψ2δ
−θ2(a − bφ)θ2(1 − `)

−
ε(1 − `)

[
θ1ψ1δ

θ1(a − bφ)−θ1 + θ2`ψ2δ
−θ2(a − bφ)θ2

]
`δ(1 − τ)

, (20)

k̇
k

= (1 − φ − δ)A`ε −
c
k
, (21)

ċ
c

= (1 − ε)A`ε − ρ, (22)

式 (18) 是國民健康支出份額的瞬時關係式, 式 (19) 是勞動力的跨期變化

關係, 式 (20) 是勞動力的影子價格 µ 的跨期變化關係, 式 (21) 是經濟社

會的資源限制條件, 式 (22) 是消費的成長率, 上述的5條方程式共同決定

δ、`、µ、k 與 c這5個內生變數。

本文是內生成長模型, 在均衡成長路徑 (balanced growth path) 之下所

有變數都以固定的成長率持續地成長。 利用式 (8)、(10)、(16)、(17)與 (22)

可以得知, 產出、健康支出、資本存量、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與污染具有相

同的均衡成長率。6為了數學處理的方便,我們依循 Barro and Sala-i-Martin

(2004)的處理方式, 定義轉換變數 x = (c/k), 並利用式 (21)與 (22) 可以

得到轉換變數的跨期變化關係為:

ẋ
x

= x + (φ + δ − ε)A`ε − ρ。 (23)

經過變數轉換處理之後, 總體經濟體系可以利用式 (18) – (20)、與 (23) 來

描繪。 但相關方程式均為高度非線性化函數, 無法解出明顯解值, 只能利

用隱含數定理討論政府政策或相關參數對於相關總體變數的影響。

最後, 利用式 (22) 可以將均衡成長率 γ ∗ 定義為:

γ ∗
= (1 − ε)A`∗ε

− ρ, (24)

變數上標 ∗ 代表該變數的長期均衡值, 以下不再逐一定義。

6由於均衡成長路徑下的 `是介於0到1之間的常數, 因此藉由式 (22) 可以得知消費的

成長率為固定。 利用這個關係與式 (21) 可以得知,若想滿足資本成長率為固定, 則必須要

求消費與資本存量具有相同成長率。 另外,藉由式 (8)與對稱均衡關係可以得知資本存量

與產出具有相同成長率, 利用式 (10) 與 (16) 可以得知健康支出、政府的防治污染支出與

產出具有相同的成長率,透過式 (17) 可以得知污染與產出具有相同成長率。



408 謝智源．陳智華．陳孟霆

命題 1. 經濟社會存在兩個均衡, 分別為: 「無疾病均衡 (disease-free equi-

librium)」與 「流行病均衡 (endemic equilibrium)」。

利用式 (19) 可以得知, ˙̀ = 0 的解值有兩個, 分別是 `∗
= 1 與

`∗
= (α/β)。 `∗

= 1 時稱之為無疾病均衡, 經濟社會只存在健康者。

`∗
= (α/β) 的均衡稱之為流行病均衡, 經濟社會只有一部分的人為健康

人口。 總體經濟均衡則由式 (18) – (20)與 (23) 共同決定。

3.1 無疾病均衡

我們首先關心無疾病均衡下的總體經濟特質與政策效果, 利用式 (18) –

(22)與 (24) 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 2. 在無疾病均衡下,

1. 經濟體系存在一個完全預期均衡 (perfect foresight equilibrium), 且

此時的均衡成長率為 γ ∗
= (1 − ε)A − ρ。

2. 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係數 (a)、政府支出的污染減量效率 (b)、健康

支出補貼率 (τ )與政府污染防治支出 (φ)的變動均不會影響均衡成

長率。

當 `∗
= 1 而使得 ˙̀ = 0 時, 利用式 (24) 可知均衡成長率為 γ ∗

= (1 −

ε)A − ρ。 此外,藉由式 (23)很容易得知,唯一的特性根為正根, 因此該均

衡為完全預期均衡。 此外, 利用式 (1) 或 (2) 與 � = 1 − ` 的關係式可以

得知,此時的生病人數 (I ∗)為0,所有的國民都是健康人口,即 S∗
= N。

命題2的結果相當直覺,由於經濟社會終將收斂到無疾病均衡, 使得生

病人口完全消失, 因此即便政府提供的健康支出補貼可以降低民眾健康支

出的成本,理性的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仍然不會增加健康維護活動的支出,

當然也就不會改變勞動力進而對經濟成長產生影響。 此外, 政府防治污染

雖然可減緩環境污染, 降低感染率並提高治癒率, 但卻無法改變經濟社會

終將收斂到無疾病均衡的結果,當然不會影響勞動力與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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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流行病均衡

在流行病均衡下, 利用式 (18) 可以將國民健康支出份額的瞬時關係 δ 以

下面的隱含數來表示:

δ = δ

(
x
(+)
, `
(?)
, µ
(+)

, τ
(+)
, φ
(?)
, a
(?)
, b
(?)

)
。 (25)

為了行文順暢,式 (25)僅列出相關變數的比較靜態之性質符號,詳細的比

較靜態關係式參見附錄1。 將式 (25) 代回式 (19)、(20)與 (23)這三條微分

方程式後可以解出 x、` 與 µ 的長期均衡值及其比較靜態, 再將相關的數

學結果代入式 (25)與 (24) 可以分別解出國民健康支出份額的均衡值與均

衡經濟成長率。 以下僅關注完全預期均衡下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 據此整

理成以下幾個命題。

命題 3. 在均衡的健康支出相對較小 (δ∗ < δ̄)的前提下,流行病均衡存在

且為完全預期均衡 (an unique perfect foresight equilibrium)。7

命題 4. 在流行病均衡為完全預期均衡的前提下, 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係

數 (a) 降低或政府支出的污染減量效率 (b) 的提高均可以增加勞動力, 並

刺激經濟成長, 但對於國民健康支出份額的影響並不確定。

利用式 (18) – (20)與 (23)與 ẋ = µ̇ = ˙̀ = 0的關係可以得知, 污染

排放係數降低或污染減量效率提高對於均衡勞動數量的影響分別為:

∂`∗

∂a
=

αε (1 − `∗) (θ1 + θ2)
2

βθ2(a − bφ)(1 − τ)
(
δ∗ − δ̄

) < 0, (26)

∂`∗

∂b
= −

αεφ (1 − `∗) (θ1 + θ2)
2

βθ2(1 − τ)(a − bφ)
(
δ∗ − δ̄

) > 0, (27)

式中 δ̄ = [ε(θ1 + θ2)(1 − `∗
+ θ2 + θ1`

∗)]/[θ2(1 − τ)]。 我們可以進一步

得知以下的比較靜態:

∂δ∗

∂a
= −

δ∗ [ε (θ1 + θ2) (θ2 + θ1`
∗)− (1 − τ)θ2δ

∗]

θ2(a − bφ)(1 − τ)
(
δ∗ − δ̄

) ≷ 0, (28)

∂δ∗

∂b
=
φ [ε (θ1 + θ2) (θ2 + θ1`

∗)− (1 − τ)θ2δ
∗]

θ2(a − bφ)(1 − τ)
(
δ∗ − δ̄

) ≷ 0。 (29)

7詳見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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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式 (24)、式 (26)與 (27) 可以得知 a 與 b 變動對於均衡經濟成長率

的影響分別為:

∂γ ∗

∂a
= (1 − ε)εA`∗ε−1 ∂`

∗

∂a
< 0, (30)

∂γ ∗

∂b
= (1 − ε)εA`∗ε−1 ∂`

∗

∂b
> 0。 (31)

命題4的結果很直覺, 因為污染排放係數下降 (a 變小) 或污染減量效

率提高 (b變大) 均可以減少經濟社會的污染數量,降低疾病感染率並提高

疾病的治癒率, 因此可以增加勞動力進而提高資本的邊際報酬, 吸引投資

並促進經濟成長。 這個結論符合 Ostro (1983, 1987)、Ostro and Rothschild

(1989)、Hausman, Ostro, and Wise (1984)、Hansen and Selte (2000)、Bur-

traw et al. (1998)、USEPA (1996)、Zuidema and Nentjes (1997) 與 Hanna

and Oliva (2015) 等人的實證研究結果, 也就是空氣污染物會造成勞動力

的減損。 另一方面, 污染排放係數降低或污染減量效率提高對於民眾的健

康支出影響管道包括污染對於健康需求的直接刺激效果與所得效果,直接

的刺激效果是指污染現象改善後降低疾病感染率並提高治癒率這會造成

民眾對於健康支出需求減少,所得效果則是指環境污染改善所帶來的勞動

力增加將可以讓所得增加使得民眾有更多的資源進行健康維護, 但兩種管

道對於國民健康支出的影響相互衝突, 使得式 (28) 與 (29) 的比較靜態結

果呈現不確定狀態。

命題 5. 在流行病均衡為完全預期均衡的前提下, 政府的健康支出補貼政

策與污染防治政策均可以增加勞動力並刺激經濟成長表現。健康支出補貼

政策可以提高國民健康支出份額, 但政府的污染防治政策對於國民健康支

出份額的影響並不確定。

當經濟社會處於均衡成長路徑時, 消費和資本存量呈現相同成長率使

得 ẋ = 0, 且均衡成長路徑下的勞動數量與勞動力的共狀態變數 µ的成長

率均為0, 即 ˙̀ = µ̇ = 0。 據此, 利用式 (18) – (20)與 (23) 可以得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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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支出補貼政策與污染防治支出增加對於勞動數量的影響為:

∂`∗

∂τ
= −

(θ1 + θ2)
2 (1 − `∗) αε

(1 − τ)2
(
δ∗ − δ̄

)
θ2β

> 0, (32)

∂`∗

∂φ
= −

αεb (1 − `∗) (θ1 + θ2)
2

βθ2(a − bφ)(1 − τ)
(
δ∗ − δ̄

) > 0, (33)

並可以進一步得知:

∂δ∗

∂τ
= −

δ∗ (1 − `∗) (θ1 + θ2)

θ2(1 − τ)2
(
δ∗ − δ̄

) > 0, (34)

∂δ∗

∂φ
=

bδ∗ [ε (θ1 + θ2) (θ2 + θ1`
∗)− (1 − τ)θ2δ

∗]

θ2(a − bφ)(1 − τ)
(
δ∗ − δ̄

) ≷ 0。 (35)

再利用式 (24)、式 (32) 與 (33) 可以得知政府的健康支出政策與污染

防治政策對於均衡經濟成長率的影響為:

∂γ ∗

∂τ
= ε(1 − ε)A`∗ε−1

·
∂`∗

∂τ
> 0, (36)

∂γ ∗

∂φ
= ε(1 − ε)A`∗ε−1 ∂`

∗

∂φ
> 0。 (37)

式 (32) – (37)的比較靜態結果相當直覺, 因為健康支出補貼會讓民眾健康

維護的成本降低, 價格效果讓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增加健康支出比率, 因

此會降低感染率並提高治癒率而使得均衡勞動數量增加。 勞動數量增加帶

來的所得提高產生的所得效果將會刺激民眾提高健康支出比重,進一步增

加經濟社會的均衡勞動力。 由於價格效果與所得效果的方向一致,式 (34)

的比較靜態結果顯示, 健康支出補貼政策將會刺激民眾提高健康支出。 另

一方面, 勞動力提高可以增加產出但卻同時增加經濟社會的污染數量, 此

時也會讓代表性家計單位的健康支出與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同幅度的提

高, 因此不會改變疾病的傳染率與治癒率, 也就不會對均衡勞動數量產生

額外的影響。 此外, 在 Cobb-Douglas型態的生產函數之下, 勞動量增加將

會造成資本的邊際報酬提高, 代表性家計單位將會增加投資, 因此有助於

經濟成長表現 (見式 (36))。

另一方面,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增加可以減緩經濟社會的污染現象, 使

得疾病感染率降低並提高疾病的治癒率, 因此可以增加經濟社會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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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勞動力提高可以增加代表性家計單位的所得, 產生的所得效果會讓健

康支出增加。 另一方面, 雖然政府的污染防治減緩環境污染可以減緩疾病

傳播速度, 但卻會讓代表性家計單位產生健康支出減少的替代效果。 由於

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的力量是相互衝突的, 因此式 (35)的比較靜態結果呈

現不定的狀態。 另一方面, 政府的污染防治支出增加可以提高勞動供給量

使得資本的邊際報酬提高, 因此可以刺激投資與經濟成長表現 (見式 (37))。

許多環境經濟學者, 例如 Bovenberg and Smulders (1995)、Smulders and

Gradus (1996) 與 Bovenberg and de Mooij (1997) 等, 強調環境政策可以

改善環境品質,產生生產外部性,進而提高經濟成長率。

3.3 數值模擬

本文參照 Bosi and Desmarchelier (2018, 2021) 數值模擬參數設定, 將非

主要之參數, 包括衡量健康支出對於治癒率和感染率的彈性指標 (θ1, θ2)

與係數 (ψ1, ψ2) 均標準化為1, 並將政府污染防治支出份額 (φ) 設定為

0.015。 另外, 我們假設技術參數 (A)、勞動產出彈性 (ε) 以及時間偏好率

(ρ) 分別為0.2、2/3與0.04,這些數值符合大部分實證研究的結果。 藉由單

一參數對健康支出占所得的比率 (δ)、勞動投入量 (`)、以及經濟成長率 (γ )

的影響來校準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係數 (a) 與政府支出的污染減量效率

(b), 分別將 a 與 b 設定為0.4與0.3, 這個數值滿足 a − bφ > 0 的污

染數量具有非負的特質。 最後, 文獻並未記載政府對於民眾健康支出的補

貼率 (τ ), 我們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民營事業保險費負擔比率

10%做為基準。

圖2描繪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係數對於健康支出份額、勞動投入量與

經濟成長率等重要經濟變數的影響, 在我們給定的參數數值下, 單位產出

的污染排放係數提高時, 將會讓家計生產單位增加健康支出, 並導致勞動

力 (勞動投入量) 下降, 使得經濟成長率降低。 圖3則是政府支出的污染減

量效率對於相關變數的影響效果, 模擬結果顯示, 污染減量效率提高將會

造成疾病的感染率降低, 使得家計生產單位的健康支出減少, 因此可以提

高勞動力與經濟成長率。 上述兩個數值模擬結果符合命題4的結論, 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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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健康支出份額 (b) 勞動投入量 (c)經濟成長率

圖 2: 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係數之影響

(a)健康支出份額 (b) 勞動投入量 (c)經濟成長率

圖 3: 政府污染防治支出效率之影響

眾多實證研究結果一致。8

圖4與圖5分別模擬健康支出補貼與污染防治支出兩項政府政策對於

重要經濟變數的影響。 圖4的模擬結果顯示, 在給定的參數數值下,政府的

健康支出補貼率提高將會使得代表性家計單位增加健康支出, 使得勞動力

提高,進而造成經濟成長率增加。 圖5的數值分析則顯示,政府污染防治支

出提高將會讓代表性家計生產單位降低健康支出, 但在所選選定的參數之

下仍可以增加勞動力, 因此會讓經濟成長率提高。 上述模擬結果符合命題

5的數學分析結果, 也呼應既存文獻的實證研究發現。9

4 結論

很多研究顯示, 污染對於疾病傳播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 而民眾的健康

8詳見 Ostro (1983, 1987)、Ostro and Rothschild (1989)、Hausman, Ostro, and Wise

(1984)、Hansen and Selte (2000)、Burtraw et al. (1998)、USEPA (1996)、Zuidema and Nen-

tjes (1997)與 Hanna and Oliva (2015)。
9詳見 Bovenberg and Smulders (1995)、Smulders and Gradus (1996)與 Bovenberg and

de Mooij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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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健康支出份額 (b) 勞動投入量 (c)經濟成長率

圖 4: 政府健康支出補貼之影響

(a)健康支出份額 (b) 勞動投入量 (c)經濟成長率

圖 5: 政府污染防治支出之影響

狀態又和經濟社會的勞動數量息息相關。 因此, 本文設立一個納入疾病傳

播與環境污染的內生成長模型,模型的特色是考量污染會造成民眾生病機

率提高並使得疾病的治癒率降低, 但代表性個人會投入資源進行健康維護

來影響健康狀態, 因此經濟社會的勞動力數量將會受到影響, 進而影響到

消費、生產活動與總體經濟均衡。 我們的研究指出, 經濟社會可能存在兩

種均衡, 分別是無疾病均衡與流行病均衡。 在無疾病均衡下, 污染累積過

程與政府的環保政策和健保政策均不會影響經濟社會的勞動力與均衡成

長率。 在流行病均衡的情境下, 污染排放係數降低或污染減量效率提高均

可以提高經濟社會的勞動力並刺激經濟成長表現, 但對於國民健康支出份

額的影響卻是不確定的。 另外, 政府的健康支出補貼政策與污染防治政策

均可以增加勞動力並刺激經濟成長表現, 但政府污染防治支出政策對於國

民健康支出份額的影響卻呈現不確定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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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利用式 (18) 可以將國民健康支出份額的瞬時關係以下列的隱含數來表示:

δ = δ

(
x
(+)
, `
(?)
, µ
(+)

, τ
(+)
, φ
(?)
, a
(?)
, b
(?)

)
,

該函數的各項偏微分為:

δx =
(1 − τ)A`ε

11x
> 0,

δ` =
−1

11

{
(1 − τ)A`ε−1

[`+ ε(1 − `)]

1 − `
−
(1 − `)µxβθ2

δ

}
≷ 0,

δµ =
(1 − τ)A`ε

11µ
> 0,

δτ =
A`ε

11
> 0,

δφ =
(1 − `)αbµx

(
θ 2

1 − θ 2
2

)
11δ(a − bφ)

≷ 0,

δa = −
αµx(1 − `)

(
θ 2

1 − θ 2
2

)
11δ(a − bφ)

≷ 0,

δb =
αµxφ(1 − `)

(
θ 2

1 − θ 2
2

)
11δ(a − bφ)

≷ 0,

其中, 11 = (1 − `)αµxδ−2
[θ1(1 − θ1)+ θ2(1 + θ2)] > 0。

附錄2

利用式 (19) (20) 可以得到以下的均衡關係:

δ∗
= f (δ∗) =

ε (θ1 + θ2) (1 − `∗) ψ1δ
∗θ1(a − bφ)θ1

(1 − τ)`∗
[
ρ + ψ2δ∗−θ2(a − bφ)θ2

] ,
式中 `∗

= (ψ1/ψ2)(δ
∗/a −bφ)θ1+θ2。 據此可知, limδ∗→0 f (δ∗) = (ε(θ1 +

θ2)(a −bφ)θ1/1−τ)且 limδ∗→∞ f (δ∗) = −∞、且 f ′(δ∗) < 0。 藉由定點

定理 (fixed point theory) 可以得知, 必定存在唯一均衡的國民健康支出份

額 δ∗。 再將 δ∗ 代回式 (19) 可以得到均衡的 `, 並利用式 (20)與 (23)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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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解出均衡的 µ 與 x。 為了節省篇幅, 在此就不提供相關的圖形說明。

但必須說明的是, 相關方程式具有高度非線性特質, 因此無法解出明顯解

值,僅能透過隱函數定理進行比較靜態分析。

將式 (25) 分別代入式 (19)、(20) 與 (23), 並在均衡點附近做泰勒線性

展開可將變數轉換處理後的總體經濟體系表示為:
ẋ
˙̀

µ̇

 =

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


x − x∗

`− `∗

µ− µ∗



+


a14dτ + a15dφ + a16da + a17db

a24dτ + a25dφ + a26da + a27db

a34dτ + a35dφ + a36da + a37db

 ,
式中

a11 = x∗
(
1 + A`∗εδx

)
,

a12 = x∗ A`∗ε−1 [ε(φ + δ − ε)+ `∗δ`] ,

a13 = x∗ A`∗εδµ,

a14 = x∗ A`∗εδτ ,

a15 = x∗ A`∗ε
(
1 + δφ

)
,

a16 = x∗ A`∗εδa,

a17 = x∗ A`∗εδb,

a21 =
α (1 − `∗) (θ1 + θ2)

δ∗
δx ,

a22 =
(
1 − `∗

) [
α (θ1 + θ2) δ`

δ∗
− β

]
,

a23 =
α (1 − `∗) (θ1 + θ2) δµ

δ∗
,

a24 =
α (1 − `∗) (θ1 + θ2) δτ

δ∗
,

a25 = α
(
1 − `∗

)
(θ1 + θ2)

(
δφ

δ∗
+

b
a − b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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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 α
(
1 − `∗

)
(θ1 + θ2)

(
1

δ∗
δa −

1

a − bφ

)
,

a27 = α
(
1 − `∗

)
(θ1 + θ2)

(
δb

δ∗
+

φ

a − bφ

)
,

a31 = µ∗
0

δ∗
δx ,

a32 = µ∗

{
αε (θ1 + θ2`

∗)

(1 − τ)`∗2δ∗
− β +

0δ`

δ∗

}
,

a33 = µ∗
0

δ∗
δµ,

a34 = −µ∗

[
εα (1 − `∗) (θ1 + θ2)

(1 − τ)2`∗δ∗
−
0δτ

δ∗

]
,

a35 = µ∗

{
b

a − bφ

[
αθ1 − βθ2

(
1 − `∗

)
−
αε (1 − `∗)

(
θ 2

1 − θ 2
2

)
(1 − τ)`∗δ∗

]

+
0δφ

δ∗

}
,

a36 = −µ∗

{
1

a − bφ

[
αθ1 − βθ2

(
1 − `∗

)
−
αε (1 − `∗)

(
θ 2

1 − θ 2
1

)
(1 − τ)`∗δ∗

]

−
0

δ∗
δa

}
,

a37 = µ∗

{
φ

a − bφ

[
αθ1 − βθ2

(
1 − `∗

)
−
αε (1 − `∗)

(
θ 2

1 − θ 2
2

)
(1 − τ)`∗δ∗

]

+
0

δ∗
δb

}
,

式中, 0 = α(θ1 + θ2) − βθ2 + [αε(1 − `∗)/(1 − τ)`∗δ∗
][θ1(1 − θ1) +

θ2(1 + θ2)]。

據此可知, 利用根與係數的關係可知:

Det = 1 =
αβθ2x∗µ∗(1 − `)δµ

`∗δ∗2

(
δ∗

− δ̄
)
≷ 0 若 δ∗ ≷ δ̄,

式中 δ̄ = [ε(θ1 + θ2)(1 − `∗
+ θ2 + θ1`

∗)]/[θ2(1 − τ)]。 由於 `是存量變

數而 µ 與 x 是流量變數, 因此若想要滿足經濟社會存在完全預期均衡必

須要求聯立微分方程體系存在兩個正的特性根與一個負的特性根, 因此我



418 謝智源．陳智華．陳孟霆

們假設 δ∗ < δ̄ 讓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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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Disease, an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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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not just affects health conditions but also affects the labor supply
decision. It shortens working lives and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days lost
to illness.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he SIS (susceptible-infected-susceptible)
model into an environmental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and uses it to ex-
amine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on the public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
We find that a decrease in the pollution will increase the labor force and
hence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we show that a health ex-
penditure subsidy or a public abatement expenditure will increase the labor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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